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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聚焦於日治時期南臺灣高屏地區的司法保護事業之發展。二十世紀

初期，臺灣在臺北、臺中、臺南三地陸續成立「釋放者」保護所，做為收容、輔

助、教化服刑期滿的「釋放者」的專屬場域。除了前言及結論，本論文依「高雄

司法保護場的開端」、「高屏各地保護會的發展」、「三成協會高雄支部的成立」等

三部分，梳理在日治時期高屏地區這項社會事業的發展樣貌。1908 年，位於壽

山寶船寺的洗心舍成為當時臺灣第四個、同時也是高雄境內最早的保護場。此

後於 1925-1927 年之間，在旗山、屏東、恆春又分別建立三所保護場，均在淨土

真宗本願寺派寺院內成立，由住持兼任管理。而 1931 年以後成立的保護場，直

接都設立在郡役所之中，由郡守擔任負責人。1934 年 4 月之後，設立寺院中的

保護會更名改組，遷回所屬地的郡役所或市役所中，成為官方統轄的機構之一。

本研究依據現階段所見的資料，初步釐清高屏地區內釋放者保護場的外緣形成，

以及各郡保護場的地點與成立時間。再者，1934 年後，佛寺之所以全面從司法

保護事業中退場，本研究認為是因為日本內地刑法思潮轉向國家道義靠攏的影

響，不僅主張司法保護事業法制化，更應由國家主導，使得這項略帶民間參與意

識的社會事業組織，已逐漸衍伸為官方控制監視的另一機構。。 

 

關鍵詞：司法保護、釋放者、社會事業、本願寺派、三成協會。 

 



2 
 

壹、前言 

一、日治時期的司法保護事業 

    明治維新以來，日本法界承襲傳統「恩赦」及「人足寄場」1等概念，並受西

方法治觀念的影響，開始思考除了刑罰之外，更為人道的教化方式。1862 年，英

國即通過《出獄囚犯援助法》以支持在全國各地，由宗教團體所成立的「出獄囚

犯援助會」。2而日本曾在 1881（明治 14）年採用「別房留置」制度，給予服刑期

滿卻無處可去的受刑人住處收容及工作，這是由官方管理的出獄者保護機制；但

因面臨收容者日增，財政吃緊，官營不到十年隨即告終。31888（明治 21）年，

由金原明善、川村矯一郎等慈善實業家，為協助出獄者找尋正當工作，而串聯官

方和民間慈善家的資源，創立了「靜岡縣出獄人保護會社」。接著凈土真宗本願

寺派、真宗大谷派等佛教僧團，以及部分基督徒也組成對出獄者的保護團體。4

基於避免再犯的可能，降低累犯率，同時保護這些出獄者之人權，協助他們回歸

社會，恢復正常生活等理由，民間慈善人士或宗教團體，針對服刑完畢或假釋的

受刑人，提供暫時住所與職業培訓，成立正式組織，逐步在日本境內開展這項特

殊的社會保護工作。 

    1895（明治 28）年日本根據《馬關條約》接收臺灣，不僅將西方監獄制度引

進，並發佈《臺灣監獄令》，成為臺灣現代化監獄的起始。5監獄法規之後曾兩度

修改，分別在 1899（明治 32）年《臺灣監獄則》、1908（明治 41）年《臺灣監獄

令》頒布施行，內容沿用了殖民母國的監獄法，同時依臺灣本土情況制定立法，

像是本島人和清國人在獄中仍可保留髮辮等規定，6另還保留中國傳統慣用的笞

刑。7不同的是，日本執行笞刑時做了一些人道改革，在行刑前囑咐醫生診察受刑

人的身體狀況，如認為無法承受，即暫緩執行。8這顯示日本對臺和對國內本土政

策的局部差異。為了穩固政權，日本在立法上繼受西方個人主義和自由主義的刑

 
1 「人足寄場」創設於 1790 年，當時幕府在石川島收容犯罪者、無宿者和浮浪者，對這些人進

行手工業訓練學習，以彌補當時勞動力不足的問題。其管理層面雖未完備，也缺乏保護人權的

意識，但已可見現代監獄的雛形。 
2 黃宗旻《臺灣更生保護制度之研究》（臺北：國立臺大學法律學所碩士論文，2004），頁 13 
3 同上註，頁 32。 
4 參見日本法務省網站一文〈更生保護の歴史〉：

https://www.moj.go.jp/hogo1/soumu/hogo_hogo02.html（查詢日期 2022 年 9 月 15 日） 
51899 年至 1903 年間總督府投入大量資金建設監獄，監獄組織分為監督的中央機關和實際管理

的地方機關。有關日治時期台灣監獄的詳細發展，參見蔡宛蓉《日治時期臺灣監獄制度之研究

（1895-1945）》（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所博士論文，2010）。 
6 蔡宛蓉《日治時期臺灣監獄制度之研究（1895-1945）》，頁 4。 
7 參見林璀瑤《異法地域之鞭：日治時期笞刑處分之研究（1904-1921）》（臺北：國立臺灣師範

大學歷史所碩士論文，2006）。 
8 王泰升、薛化元、黃世杰《追尋台灣法律的足跡：事件百選與法律史研究》（臺北：五南圖

書，2016），134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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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但仍保留東方傳統專制的刑事法規。9監獄也是顯示帝國權力的規訓空間，結

合社會事業和警察力量，試圖使受刑人具備天皇制下的勞動精神。10而以「教育

刑」取代「身體刑」是當時最盛行的討論。11日本在臺殖民期間，確實已見教誨

和勞動並行的監獄教化模式。 

    日本獄政人權的另一項轉變，主要反映在名稱之上。1924（大正 13）年 3 
月，日本司法機關通令為了避免歧視，首先將「監獄」二字，變更為「刑務所」，

並禁止各刑務所使用「獄、監、囚」等字眼，像是對服刑完畢之出獄人所採行的

保護制度，原稱作「免囚保護」，「免囚」二字更名為「釋放者」12，而稱之為「釋

放者保護」。擔任總督府文教局社會課囑託官員杵淵義房，將改隸後的社會事業

區分為救護事業、兒童保護、矯風事業、隣保制度等，「釋放者保護」則劃分在

個別的社會教化層級。1934（昭和 9）年 10 月，日本頒布施行《少年教護法》，

又結合「釋放者保護」和「少年保護」為「司法保護」一詞。13 整體而言，日治

時期臺灣的獄政管理，顯著由清領時純粹的身體刑(五刑：笞、杖、徒、流、死)

轉為自由刑 14，教化意識逐漸形成，也關注到受刑人的人權問題。 

    日治時期的釋放者保護場所，最早發跡於 1898（明治 31）年臺北市新起町

的白羽窮民救養所。隔年，臺北感化院創立，收容了來自臺北刑務所九名日本內

地人和六位臺灣本島人，可惜以上兩處保護場並未維持，也沒有其他紀錄。
151904

臺灣曾短暫執行「別房留置」的模式，收容刑期已滿卻無處可歸的釋放者。16有

鑒於此，為了預防累犯，增加刑務成本，並真正能協助釋放者自立更生，再透過

臺灣北、中、南三處刑務人員的籌資提倡，分別在臺南設置累功舍（1905〉、臺

北一新舍（1907〉和臺中再生舍（1907〉等三所保護場。1915（大正 4）年 9 月，

上述三處保護場聯合為「財團法人三成協會」，綜合處理司法保護相關事務，串

聯島內司法保護訊息的交流與互動，逐漸形成強而有力的臺灣三成協會。各地由

民間慈善團發起的零星保護場，紛紛加盟響應三成協會的地方分會，形成更為完

整且以司法刑務為核心的社會保護網。17另根據 1942 年的官方統計，單就高雄及

屏東區內，即有 10 個保護會，保護委員共 405 人。18 

 
9王泰升《台灣日治時期的法律改革》（修訂版）（臺北：聯經出版，2014），頁 56。 
10林政佑《日治時期臺灣監獄制度與實踐》（臺北：國史館，2014），頁 282。 
11安平政吉〈文化刑法における教育刑の意義〉，《臺法月報》第 24 卷第 7 期（1930 年 7 月），

頁 2。 
12 「釋放者」（rehabilitation，現代俗稱為「更生人」），原稱為「免囚」或「出獄人」。 
13杵淵義房《臺灣社會事業史》（臺北：德友會，1940；臺北：南天書局，1991 複刻），頁

1241。 
14源於德文的 Freiheitsstrafe，以拘束受刑者的身體而剝奪其自由。 
15山本真平，〈臺灣に於ける釋放者保護事業の回顧〉，《社會事業の友》第 58 期（臺北；，臺

灣社會事業協會，1933 年 9 月），頁 34。 
16〈別房留置人處遇規則〉，《臺灣日日新報》，1904 年 10 月 12 日，第 2 版。 
17詳細發展過程，參見王淑蕙《日治時期臺灣司法保護事業之發展－以臺灣三成協會為中心》

（國立師範大學歷史系碩士論文，2013）。 
18〈總督府告示 1150 號〉（1942 年 12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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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主體及問題     

    宗教人士或慈善家所發起的釋放者保護會，屬於民間發起提議的組織，並接

受政府獎勵贊助的模式運作。這樣的保護會雖不是官方機構，卻與各地司法、刑

務官員、警察、當地實業家關係密切。現今日本或臺灣使用「司法保護」一詞通

常涵蓋了「少年保護」及「釋放者保護」兩部分，但在日治時期，臺灣並未完全

包含「思想保護犯」和「少年保護」層面。19因此，本研究主要以「司法保護」

來代替過去曾使用的「免囚保護」、「出獄人保護」或是「釋放者保護」等名稱，

而文中暫不涉及「少年保護」的層面。目前所見「司法保護」相關研究成果，如

王淑蕙的碩士論文，著實已清楚呈現臺灣最早成立的三個司法保護場之發展沿革，

然而，唯獨缺失新興城市高雄，乃至高雄州內司法保護組織後續的調查討論。再

者，關於民間參與者的背景及目的，可能受到史料紀錄獲取之限制，鮮見更為深

入的分析。有鑑於此，本研究的首要目的，是以司法保護組織為核心目標，先從

官方檔案、地方文獻、報章雜誌等相關記載，論述司法保護事業如何在地方建構

而起。本研究初步考察當時保護場之所在、成立始末、收容性質和主持人員等內

部形成，循序釐清展示司法保護事業在日治時期高屏地區的形成樣貌。 

    高雄舊稱「打狗」，清領時期即是漁港兼部分貿易米糧的販運港口，日治以

來逐漸發展成工商貿易港。1900（昭和 15）年 11 月，打狗和臺南間的鐵路開通，

使得嘉南平原成為打狗的腹地，貿易成長更為迅速。201904 至 1907 年之間，總

督府填海造陸，1908 （昭和 23）年實施打狗築港計畫，同年 5 月公布一項「打

狗市區改正計畫」，將現今旗后、哨船頭、哈瑪星、鹽埕一帶納入都市計畫，計

畫人口 42,000 人，計畫面積 172 公頃，是為高雄市都市計畫的濫觴。211920（大

正 9）年 7 月，臺灣五州（臺北州、新竹州、臺中州、臺南州、高雄州）行政區

正式成立。1926（大正 15）年，因澎湖郡脫離高雄州的範疇，獨立為澎湖廳，高

雄州內正式行政區包含二市（高雄市、屏東市）和七郡（岡山郡、鳳山郡、旗山

郡、屏東郡、潮州郡、東港郡、恆春郡）。此時高雄州內之管轄範圍，也正是本

研究以現今高雄與屏東為核心討論之區域。 

    1930 年代起，當「工業日本、農業臺灣」的政策主軸逐漸轉向「農業南洋、

工業臺灣」之時，日本殖民政府將臺灣視為南進的基地，使得高雄成為重要的工

業發展重心。因此，在政府積極的城市規劃政策和布局之下，高雄州內各項事業

的推展，尤其值得重新審視。加上「司法保護」之議題，無論在公眾討論或是學

術研究仍介於邊陲，因而許多制度面、發展面，乃至實際執行的相關問題尚待梳

理。綜合上述原因，本研究聚焦在日治時期司法保護事業之地方發展，而將關注

 
19王淑蕙，《日治時期臺灣司法保護事業之發展－以臺灣三成協會為中心》，頁 16-17。 
20謝濬澤，〈打狗到高雄：日治時期高雄港的興築與管理（1895-1945）〉，《臺灣文獻》第 62 卷第

2 期（2011 年 6 月），頁 214-215。   
21吳文彥，〈重新解讀日治時代--大高雄市都市計畫（1895-1945）〉，《高雄文獻》第 8 卷第 3 期

（2018 年月），頁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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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象鎖定於高屏地區新成立的司法保護組織。研究問題在於「司法保護」這項新

創的社會事業，如何在新興城市之高雄開展？當地人士如何創建並推動「司法保

護」場域？遭遇了哪些運作或經營之困難？地方上的「司法保護」組織，是否有

其特殊理念或成立特色？而這些組織又經歷哪些結構式的轉變？除了官方檔案，

本研究也透過組織內部出版品和高雄當地新聞，逐步試析各機構的成立原委、內

部狀況和管理人員等議題。後文分以高雄司法保護場的開端、高屏各地保護會的

發展，以及三成協會高雄支所的成立等三個小題進行探討。 

貳、高雄司法保護場的開端 

ㄧ、佛寺中的保護場：洗心舍 

    在高雄州行政區尚未設置前，現今壽山上的打狗本願寺派布教所出現了第一

座收容出獄人的保護場。22根據大橋捨三郎所著的《真宗本派本願寺臺灣開教史》

所記，在地方人士的請求下，打狗布教所終於在 1907（明治 40）年 12 月得以成

立，成為高雄第一座真宗本派本願寺。
23該寺與總督府無償借貸二千坪土地，由

住持中村顯明及檀越古賀三千人等人籌備企劃，準備建設本堂，1908 年 3 月獲

得許可。24打狗本願寺派布教所位於壽山哨船頭，當時這一帶尚隸屬為臺南廳大

竹里。1907 年正是日本殖民政府對打狗一帶積極建設的時段。壽山被官方規畫

為公園預定地，曾進行大規模相思樹植林，大約有 400 甲優美林相。25壽山也正

好符合神社居高臨下的興建條件，由於樹林環繞，成為 1910（明治 43）年打狗

金刀比羅神社，以及之後新建高雄神社的首選之處。26 

    19 世紀後期，日本佛教界面臨了明治維新以來，神佛分道的宗教變革，「廢

佛毀釋」的輿論排山倒海而來。不少佛教宗派積極尋求改變，於是參與慈善事業，

增加社會好感，是一主要途徑。271872（明治 5）年東京仰明寺對岳法師向東本願

寺提出，以皇恩宣講和勸善懲惡為內容，對犯人進行教誨的建言，這是日本佛教

介入監獄事業的起始。而淨土真宗本願寺派的僧侶在中日戰爭時，即隨著軍隊征

討，積極布教，認為需要維持天皇制國家的社會秩序，幫助整個帝國達到富國強

 
22 〈打狗出獄人保護場落成〉，《臺法月報》第 5 卷第 7 號（1911 年 7 月），頁 104。 
23 16 世紀末，淨土真宗法主顯如去世後發生繼承權紛爭，其子教如與准如爭立，至此分立為東、
西本願寺。豐臣秀吉立准如為法主。教如則得到德川家康的捐助而創派，另建新教團，是為東本

願寺派，又稱大谷派；而准如一脈，稱「淨土真宗本願寺派」，簡稱「本願寺派」或「本派」。打

狗布教所隸屬於真宗本派，在 1920（大正 9）年更名公稱為「南溟山寶船寺」。 
24大橋捨三郎《真宗本派本願寺臺灣開教史》（臺北：真宗本派本願寺臺灣別院，1935），頁 558。
詳細記載日治時期臺灣各地本願寺派布教所的成立背景和布教使名冊。 
25本田靜六、關口鍈太郎〈高雄州壽山公園計畫〉，《高雄時報》第 10 號（1927 年），頁 37。 
26 陳凱鈞《日治時期高雄州神社之研究》（高雄科技大學應用日語系碩士論文，2019），頁 48。 
27 名和月之介〈明治中期における仏教慈善事業の形成について〉《四天王寺国際仏教大学紀要》

大學院第 4 期（2005 年 3 月），頁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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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28此外，淨土真宗的開山祖師親鸞聖人（1173-1263）主張「惡人正機」說，

認為惡人同樣可以往生極樂世界，而阿彌陀佛慈悲，不論善人惡人，更願意拯救

教化業障滿身的人。在這樣的教義薰陶下，這也是該派僧侶大多積極參與監獄教

誨或司法保護工作的內在之因。1897（明治 30）年 8 月，本願寺派派遣川原教

道，以及本島僧侶王岱修來臺擔任監獄教誨師。29就此開啟了臺灣監獄教誨的歷

史新頁。 

 

圖 1：打狗布教所及免囚保留場敷地圖 30 

   1908（明治 41）年 3 月，在覆審法院檢察官長手島兵次郎（1868-1918）、鳳

山廳長橫山虎次的支援下，第一代住持中村顯明設立了「洗心舍」保護場。「洗

心舍」建於寺內，借用官地 231 坪，預計收容 20 位釋放者，31佔地相當廣闊（參

見上圖 1）。根據報導，收容於該保護場之免囚者，欲使之習得手藝，將來可為獨

立生活，而普通勞動者則暫不為收容。32這也是繼臺南、臺北、臺中釋放者保護

機構成立後的第四個保護場，同時是臺灣第一處設立在佛寺內的司法保護基地。     

    然而，洗心舍的成立並不如前三個保護場順利。當時，寶船寺壇越古賀三千

人與荒木萬之郎、本田熊吉，有意規劃釋放者保護場的硬體設施，具體決議在寺

院和旅館春田館支店之間的土地，作為保護場的基地。根據《臺灣總督府報》，

可見 1908 年官方認可打狗布教所及免囚保留場，新築費以一年期募資六千圓的

舉措。33寺院女性信眾也參予協助，名為「打狗佛教婦人會」的團體曾在 1911（明

 
28 名和月之介〈明治中期における仏教慈善事業の形成について〉，頁 35-36。 
29山田美香〈日本植民地時期台湾における刑務所看守・教誨師〉，名古屋市立大學大學院人間

文化研究科《人間文化研究》第 9 號（2008 年 6 月），頁 91。 
30 〈官有地無料貸下ニ對スル請書進達ノ件〉，《大正三年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永久保存追加第

一卷文書及統計地方》（卷典藏號：000-02325），頁 98。 
31 〈大正十年の免囚保護事業〉，《臺法月報》第 15 卷第 12 號（1921 年 12 月），頁 45。 
32 〈布教所開設許可〉，《漢文日日新報》（1907-12-18），第三版。 
33 〈寄附募集金額區域竝期間變更認可〉，《臺灣總督府報》第 2574 期（1908（明治 41）年 11
月），（卷典藏號：007-190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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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 44）年 3 月間，舉辦為期 3 天的慈善音樂會籌募善款，作為保護場的資助基

金。341911 年 5 月，在住持中村布教師積極推動之下，又募得一千九百圓作為建

制收容所之用，直至 7 月底基礎建設才算正式完工。不幸的是，因為 8 月 26 日

一場突如而來的暴風雨，使得保護場毀損嚴重。35只能依靠寺院寄附捐贈金再次

重建。1913（大正 2）年 7 月，布教師中村顯明因病返回日本，期間輾轉替換過

多位住持。終在 1919（大正 8）年 10 月，岡本泰道由彰化布教所轉調而來。36此

時保護場再度增設收容建築一棟。37前六年的寺務及保護場的業務，因為沒有一

位穩定的領導者，多呈現停滯狀態。直到岡本泰道繼任寶船寺住持以後，兼顧保

護場的管理工作，相關業務才逐漸步上軌道。1921 大正 10 年 10 月高雄洗心舍

加盟臺灣三成協會，接受其統一指導的司法保護事務。38 

    依據《真宗本派本願寺臺灣開教史》的描述，1933（昭和 8）年 3 月，住持

岡本泰道也接赴臺南刑務所高雄支所的教誨工作。39根據 1935（昭和 10）年底的

統計數據，寶船寺的內地信徒有 3831 人，本島人為 367 人，是高雄市內 8 所不

同宗派的日本佛寺中，信眾人口最多的。40同年度依據臺灣佛教學者江木生的統

計，日本各宗派在臺灣共設立 56 座寺院，一座教務所，110 座布教所，信徒共約

17 萬人。41相對而言，寶船寺信眾人口並不在少數，信仰活動也相當活躍，無論

資金或人力，足以支援司法保護場的運作。 

 
 

圖 2. 住持岡本泰道 

 
34 〈打狗に於ける免囚事業〉，《臺法月報》第 5 卷第 4 期（1911 年 4 月），頁 87。 
35內海庄五郎〈高雄市に於ける社會事業の現在と將來〉，《社會事業の友》第 58 期（1933 年 9
月），頁 87-88。 
36 大橋捨三郎《真宗本派本願寺臺灣開教史》（臺北：真宗本派本願寺臺灣別院，1935），頁

560。 
37 同上註，頁 559。 
38 《臺灣釋放者保護事業概要》（臺北：臺灣三成協會，1930），頁 7 
39 大橋捨三郎《真宗本派本願寺臺灣開教史》，頁 561。 
40 《高雄市要覽》（昭和 11 年）（高雄：高雄市役所，1937），頁 31。 
41 江木生〈內地佛教の臺灣傳來と其現勢〉，《南瀛佛教》第 15 卷第 2 期（1935 年 2 月），頁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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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圖 4 高雄寶船寺及信眾大會。
42
 

二、實際運作問題 

    日本過去「別房留置」的制度，曾造成各地政府財政負擔而失敗告終。其後

興起的釋放者保護機制，是否可能面臨同樣的執行危機呢？根據官方統計，1920
年代初期，臺灣平均一年 100 個被保護人中，有高達 75 位是日本人，13 位是本

島人，而臺灣的保護場數量較少，行政管理效率低人手又不足。43這也是日治時

期臺灣司法保護事業發展中的一項瓶頸。原意良善的保護意識，卻在評估監獄收

容空間、社會贊助成本、人事管理支援等重重考量下，顯現出保護場維護與經營

的各種困難。經費來源和投入，的確是首要問題，猶如《漢文臺灣日日新報》之

評論中所指出： 

免囚保護之務為國家重大問題。今觀本邦重犯者之多，即免囚保護之辦法，旋未

周到也。政府當局如於該等免囚，加以相當保護，授以相當職業，以完全其辦法，

則重犯之數自大減除。今本邦於該件之辦理，每年僅支費款一萬，何足以充措

置。為國家計，烏得不大加考慮。44 

     二十世紀初期，臺南、臺中、臺北和高雄陸續興築釋放者保護場。由於高

雄洗心舍並未留下完整的管理規則，我們大致從最早成立的三間保護場之規則內

容，了解場內的運作。基本對釋放者的保護工作分作三類： 

（一）直接保護（收容保護）：收容無家可歸的釋放者居住在保護場，給予技

能培訓和精神指導。 

（二）間接保護（觀察保護）：協助釋放者返歸家鄉者，車資補助並介紹職業。 

（三）一時保護（暫時保護）：資送或借貸方式協助返回本籍或其他住所。 

    在人力經驗不足的情況下，時常產生收容保護的程序分工不明、收容設施的

 
42 來源：大橋捨三郎《真宗本派本願寺臺灣開教史》，頁 559-560。 
43 長尾景德〈社會事業としての免囚保護〉，《臺法月報》第 15 卷第 7 期（1921 年 7 月），頁

29。 
44 〈司法省諸問題〉，《漢文日日新報》（1911 年 9 月 21 日），第 1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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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安全、收容保護的退場機制、舍生或累犯行蹤不明等實際困難。殖民地管理

的溝通語言更為重要，至少在刑務所內，本島人與日本內地人的交流方面，官方

相當重視。管理層級的警察和司獄官大多都懂一些臺灣話，在專門練習所中，他

們不但要學習監獄法和刑法，學習戒具使用和武器劍、兵法、射擊訓練，最重要

就是土語（臺灣語）教育。45從 1933 年今田祝藏出版的《刑務所用臺灣語》，即

可見當時在刑務所或保護場中常用的臺語交談內容。 

    社會環境對前科者的接受度，亦決定了保護工作的成敗與否。一位司獄官練

習生在臺北刑務所的見學觀察之後，認為一般民眾對犯罪者的嫌棄情有可原，而

更應加強保護釋放者的職業需求來達成預防犯罪的目標。46監獄中的勞動訓練，

一定程度提升釋放者參與社會的能力，達到就業的可能。相較之下，臺灣民眾對

釋放者返鄉多半抱持歡迎的態度，因為受刑人在監獄中習得一技之長，可以協助

家裡支援經濟，反倒日本內地人對釋放者存在歧視。47然而，也有學者認為，日

治時期一般民眾對於釋放者的接受程度不如預期。主因是當時臺灣所施行的《保

甲條例施行細則標準》，其中第 27 條表示：「甲內住民若有處以重罪之刑者，甲

內家長將處以十圓以下罰金。」48原作為地方治安監督的條例內容，反而促使鄉

民們不易接納有前科的釋放者，對這些人產生排斥心理。49「有罪之人」的標籤，

多半是影響釋放者回歸鄉里的阻力之一。社區內的輿論壓力，也使部分願意接受

輔導，內心尋求接受，期望重新生活、自食其力的釋放者，無法建立信心，更可

能無法找到合適的經濟來源，因而選擇重操舊業，再度回到監獄服刑。 

    歧視排擠並非僅來自平凡百姓，根據 1931（昭和 6）年 9 月《台灣民報》一

篇評論，則能看到臺灣本島人的觀察視角，顯現執行司法保護的部分現實： 

釋放者保護日的去十三日，臺灣三成協會和臺北一新會，共同主催講演會於末

廣町樂樂園，當夜出席的辯士有武松檢察官長、江藤文教社會科長、大澤臺日社

主筆、岡田法華寺住持等，各對釋放者保護者所關，莫不以溫溫的情緒，喚起社

會一般的同情，年年總有這樣的呌喊，總是未嘗看到刑餘者受當局的保護，尤其

是下級的巡查，對於刑餘者是非常的虐待，所以上司下僚的言行都要有所一致

才是。50 

儘管上文描述情形應該是在北部，管理者的不良態度也因人而異。但在司法保護

意識尚未普遍建立的殖民統治下，歧視或霸凌受刑人或釋放者的情況仍時有所聞。

對釋放者的態度研究最易受到忽視，尤其面對官方紀錄可能過度溢美，規避負面

 
45 山田美香〈日本植民地時期台湾における刑務所看守・教誨師〉，頁 86。 
46 竹下賢道〈司獄官乙科練習生臺北刑務所初見學感想〉，《臺法月報》第 27 卷第 12 期（1933
年 12 月），頁 106。 
47 林政佑《日治時期臺灣監獄制度與實踐》，頁 116。 
48 卷典藏號 000-00882〈保甲條例施行細則標準ノ件〉，《明治三十六年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永

久保存追加第三卷衛生土地家屋軍事警察監獄殖產》1896。 
49 李瑜雯《日治時期臺灣監獄教化制度之研究》（2016 年），頁 93。 
50 〈釋放者的保護 言行需要一致〉，《台灣民報》（1931 年 9 月 19 日第 8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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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實的可能性之下。如同荷蘭史學家馮客（Frank Dikötter）在近代中國監獄的研

究曾指出，獄警和受刑人是監獄中的兩項重要組成，可惜史學研究多著重制度層

面，反而缺少對監獄管理、生活條件、做工作息、教育和申述等內部細節進行探

討。51而這些細部的觀察視角，勢必仰賴個人經驗的筆記、書信、日記等文獻的

收集分析。 

    另根據下頁表一可見，自 1921 至 1932 之間，每年洗心舍所收容的釋放者人

數，其中直接保護的人數頂多二十餘位，而協助間接保護的人數較多，甚至在

1932 年突破百位。這也顯示收容釋放者，留住保護場的實際人數並不高，但協助

釋放者後續返鄉、工作媒合、借款等事務較為密集。單純的統計數字無法呈現收

容狀況和實際情形，我們對於間接保護人員具體所需的協助項目，亦無從得知。

再者，相較於前三間保護場，洗心舍並未留下舍內規則，無從了解其管理模式，

對於舍生的工錢、薪水，或是作息規則等也未見明確的文字紀錄，只能參考其他

會所之辦法。 

    洗心舍自 1908 年成立至 1934 年 4 月改為三成協會高雄支部，歷經風災而走

過二十五年寒暑。這是淨土真宗本願寺派駐臺以來，第一個從事司法保護的基地。

其後基隆、宜蘭、花蓮、新竹、臺南、屏東等地的本願寺派寺院，也響應釋放者

保護的工作。除了善用寺院資源及土地，信眾組成的佛教會更是龐大的人力來源。

目前史料僅見，打狗佛教婦人會以組織音樂表演，積極從事募款。除了捐款紀錄，

遺憾未能看見地方佛教組織協助司法保護運作的具體方式，抑或是活動圖照。 
 
 
 
 
 
 
 
 
 
 
 
 
 
 
 
 

 
51 Frank Dikötter. Crime, punishment and the prison in modern China.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02. pp.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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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洗心舍相關保護人員之統計（1921-1932）。52 

 

 

 

 

 

 

 

 

 
52 內海庄五郎〈高雄市に於ける社會事業の現在と將來〉，《社會事業の友》第 58 期（1933 年

9 月），頁 88。 

年度 
直接保護（舍內收容） 間接保護（舍外） 

繰越人員 收容人員 退舍人員 延人員 保護人員 延人員 

大正 10 5 21 21 7665 26 9490 

大正 11 5 22 16 8030 65 23725 

大正 12 11 6 8 2190 64 23360 

大正 13 9 7 4 2555 84 30660 

大正 14 12 6 8 2190 88 31600 

大正 15 

昭和元 
10 8 3 2920 47 17155 

昭和 2 15 2 7 730 55 19315 

昭和 3 10 2 7 730 63 22995 

昭和 4 5 2 1 730 62 22630 

昭和 5 6 3 5 1095 56 20440 

昭和 6 4 5 4 1825 42 15520 

昭和 7 5 9 7 1642 149 220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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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高屏各地保護會之發展 

    1926 年 7 月澎湖廳脫離高雄州管轄，州內行政區主要劃分為二市（高雄市、

屏東市）和七郡（岡山郡、鳳山郡、旗山郡、屏東郡、潮州郡、東港郡、恆春郡），

大致為現今高雄縣市及屏東縣市的地理範疇。除了 1908 年成立的洗心舍以外，

其餘各區保護會的成立，主要集中在 1920-30 年代之間。關於日治時期高雄州內

各會所之名稱、創立年月、創立者和會所位置，請參見文後附錄一的彙整表格。

1934 年以後，各地開始出現以州廳為單位的「聯合保護會」，以州、廳長為會長，

統籌規劃地方上各個保護會。53以下則依照成立年份，論述各保護會的發展過程： 

一、 州內二市之保護會 

（一）屏東市愛護會 

    圖 5：大照寺 圖 6：平面圖
54
 

      屏東市的釋放者保護場，是由大照寺住持依光俊照於 1925（大正 14）
年 10 月所創設。55該寺位於阿緱廳港西中里阿緱街，大約在現今慈鳳宮(屏
東市中山路 39 號)的後方。56早在 1909（明治 42）年，真宗本願寺派開設布

教所，直到 1912(明治 45) 年完工，是該派在屏東地區開教的起始。依據右

下的平面圖，可見保護場愛護舍的建築即鄰近媽祖宮旁。愛護會在 1927（昭

和 2）年 9 月加盟三成協會，同年 12 月 9 日正式營運。57在開幕會當天，臺 

南刑務所所長本多、高雄洗心舍長岡本泰道，以及五十多位屏東當地重要人

士均參與盛會。581928 年受到臺灣濟美會金三百圓贊助；1931 年紀元節獲得

御下賜金二百圓補助。59 

 
53王淑蕙《日治時期臺灣司法保護事業之發展－以臺灣三成協會為中心》，頁 3。 
54 來源：大橋捨三郎《真宗本派本願寺臺灣開教史》，頁 569-570。 
55 渡邊發藏〈屏東の社會事業に就て〉，《社會事業の友》第 58 期（1933 年 9 月），頁 106。 
56卷典藏號：000-02373，〈大照寺敷地圖〉，《大正四年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永久保存第三十三卷

地方》，頁 254。 
57《屏東要覽》（屏東：屏東街役場，1929），頁 11。 
58 〈釋放者保護場屏東愛護舍發會式〉，《臺法月報》第 22 卷第 1 期， 
59 大橋捨三郎《真宗本派本願寺臺灣開教史》，頁 5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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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照寺住持依光俊照，早年參與日俄戰爭，也曾前往朝鮮傳教。1909 年

渡臺，落腳於屏東，直至 1934 年因病過世。60此時，屏東愛護會之委員西山

亦義認為，「罪人作為是一個社會的共有責任」61，道出許多司法保護成員的

期望，希望在保護環節之中，能及時對無助或無家可歸的出獄釋放者給予支

援，避免這些人鋌而走險，走回再犯的悔路。本會出品由釋放者製作的木製

工藝品，販售成績良好，是該會經營特色之一。可惜的是，大照寺在第二次

世界大戰期間，毀於美軍轟炸而未留遺蹟。 

圖 7：住持依光俊照 62 

（二）高雄市協愛會 

    相較於屏東市保護場的建立，高雄協愛會整整晚了十年多之久，遲至

1936(昭和 11) 10 月才成立，主因可能在於之前的高雄業務已由洗心舍處理。

而在洗心舍改組為三成協會高雄支部，才另在高雄市役下，重新成立相應的

司法保護組織。該會保護委員一行 9 名曾於 1939 年 3 月 21-25 日進行全島

保護設施的觀摩旅行，在各刑務所和保護場進行視察。631943（昭和 18）年

3 月，日治最後一任高雄市長中松乙彥（1889-?），擔任協愛會長。隔年，協

愛會原本有意擴充建造收容中心「自疆館」，64而向各處徵募資金。同年 12
月 1 日，秘書課長伊藤豐一和高雄支店長前田稔，也捐贈 300 圓金給財團法

人高雄市協愛會。65但由於戰爭因素，直至 1945 年 8 月日本戰敗，該建設計

畫全程被迫中止。 

 

 
60 大橋捨三郎《真宗本派本願寺臺灣開教史》，頁 571。 
61 西山亦義〈保護事業と我等〉，《社會事業の友》第 58 期（1933 年 9 月），頁 44。 
62 來源：大橋捨三郎《真宗本派本願寺臺灣開教史》，頁 571。 
63 〈高雄市協愛會保護委員司法保護事業施設視察旅行〉，《臺灣三成協會會報》第 51 期

（1939 年 4 月），頁 7。 
64 〈支店、出張所寄附關係經理課〉附件包含財團法人高雄市協愛會宗旨書，（卷典藏號：002-
01831）。  
65同上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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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州內七郡之保護會 

    1927 年，高雄州內七郡之中，旗山郡率先成立「清心會」，之後十年內，各

郡陸續加盟成立保護會。這些保護會屬於市街庄行政系統，而由臺灣三成協會的

法務系統指導助成，並給予資金。因為各地加盟的保護會，規模小又分散各州，

獲得補助金的機會困難，對三成協會而言，也是不易管理的缺點；因此在 1931
年各地出現郡保護會後，1934 至 1937 年之間，州廳聯合保護會接續成立，以求

形成「保護網之細胞化」。66以下即依照保護會的成立順序，逐步簡述： 

（一）旗山郡清心會 

    旗山舊稱為「蕃薯寮」，1920（大正 9）年 7 月改稱設立郡役所。旗山釋

放者保護會位於旗山街太平寺，該寺建於 1911 年，蕃薯椙街本願寺布教場

駐在布教使村上大恵，與多位信眾提倡創立。671913（大正 2）年，由紫雲玄

範兼任太平寺住持期間又換任多位住持，直到 1918（大正 7）年 7 月，杜多

碩照轉任而來，就此在太平寺長駐 16 年之久。68釋放者保護事業從 1925（大

正 14）年 11 月實際開始執行，由當時住持杜多碩照擔任教誨師，1927（昭

和 2）年 9 月 9 日，正式成立名為「旗山釋放者保護協會」的組織。根據 1932
（昭和 7）年的統計，太平寺的信眾人數有來自日本內地 161 人和臺灣本島

23 人，而另有一千多位本島人信奉基督教，參與教會活動，兩相差距懸殊。
69在 1934 年 6 月 12 日改組更名為「清心會」，平時除了協助釋放者返家和家

庭訪問之外，1937 年時共收容了 21 位釋放者。70 

圖 8：旗山太平寺 71     圖 9：旗山釋放者保護場平面圖 72 

（二）恆春郡向陽會 

 
66 王淑蕙《日治時期臺灣司法保護事業之發展－以臺灣三成協會為中心》，頁 64。 
67 現址為高雄市旗山區中正路 93 巷 1 號。 
68 大橋捨三郎《真宗本派本願寺臺灣開教史》，頁 566。 
69《旗山郡要覽》（昭和 8 年）（臺北：印刷工場，1933），頁 26。 
70《旗山郡要覽》（昭和 12 年）（臺北：南報商事社，1937），頁 63。 
71 來源：大橋捨三郎《真宗本派本願寺臺灣開教史》，頁 565。 
72《昭和六年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十五年保存第二卷內務》，（卷典藏號 000-07394），頁 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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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恆春向陽會設立於恆春郡役所。在恆春郡守富永藤平的支持下，該保護

場在 1931 年 10 月 16 日成立。成立大會當日晚上 7 點，由三成協會派遣人

員進行放映「村の灯」的連日播放，並搭配翻譯在場講解，當時參與的觀眾

高達千名。73向陽會和恆春布教所的合作密切，該布教所建於 1924（大正 13）
年 9 月，原先位於恆春孔廟旁，後因信眾激增，原布教所不堪使用，而遷佛

移轉到恆春街新址。最早的渡邊布教使轉任臺北別院，幾經代任住持，最後

由本松信海接任。74布教所主要協助精神教化和職業培訓的工作。75 

 
圖 10：恆春布教所 76 

（三）鳳山郡清光會 

    該保護場在 1931 年 10 月成立，原由鳳山街長平間重兵衛發起，後改由

鳳山郡守管轄。1937 年初由成岡喜壽接任會長。77同年 7 月招開保護委員會，

針對視察保護、保護狀況的調查情況進行報告。78  

（四）岡山郡仁壽會 

    1933 年 6 月，新規成立的岡山郡釋放者保護會組織仁壽會成立，屬於

加盟保護會。創立於岡山郡役所，代表人為豐澤勇治。791937 年 7 月，仁壽

會全體委員前往臺南刑務所參觀，和教誨師閑木對談。80同一年，仁壽會副

會長吉見敦男，山崎武志等幹事繼任。81 

 
73 〈彙報〉《臺法月報》第 25 卷第 11 期（1931 年 11 月），頁 83-88。 
74大橋捨三郎《真宗本派本願寺臺灣開教史》，頁 574。 
75同上註。 
76來源：大橋捨三郎《真宗本派本願寺臺灣開教史》，頁 574。 
77 〈役員異動〉，《臺灣三成協會會報》第 25 期（1937 年 2 月），頁 6。 
78 〈各會便り〉，《臺灣三成協會會報》第 31 期（1937 年 8 月），頁 7。 
79 〈彙報〉，《臺南刑務所刑務月報》第 5 卷第 7 期（1933 年 7 月），頁 4。 
80 〈岡山郡仁壽會役職員臺南刑務所訪問〉，《臺灣三成協會會報》第 31 期（1937 年 8 月），頁

7。 
81 〈役員異動〉，《臺灣三成協會會報》第 28 期（1937 年 5 月），頁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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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潮州郡誠和會 
    1933 年 9 月，在潮州郡役所成立，由富永郡守提議，屬於加盟保護會。

4 月開會特別提及釋放者身分核對需要確實，避免行蹤不明的情況發生。82 
（六）東港郡黎明會 

    1933 年 9 月由東港郡役所郡谷郡守提議成立，屬於加盟保護會。例會

中具體討論到釋放者少年思想犯的保護差異，也重視對行蹤不明者的通報，

並討論如何與釋放者及其家屬友人的融合斡旋。83 

（七）屏東郡以德會 

    1934 年 4 月，屏東郡以德會在郡下官民合作成立，屬於加盟保護會，

小山屏東郡守兼任會長。84 

    整體而言，高屏地區司法保護機構的設立初始，是以寺院據點資源為核心，

並由寺院住持為管理者。第一處司法保護場洗心舍的設置，源於 1908 年 3 月壽

山寶船寺內。接續而起的是，1925 年 10 月旗山郡太平寺的清心會，以及 11 月

屏東市大照寺的愛護會，均由本願寺派寺院承接司法保護的事務。後來成立的恆

春郡向陽會，最初也依附於恆春布教所內。然而，1931 年末，其餘五郡的保護

場，直接都設立在郡役所之中，並由郡守擔任會長。1933 年 7 月，高雄州聯合保

護會成立。1934 年 4 月以後，寺院中的保護會均更名改組，回到原郡役所或市

役所。此一現象，明顯展示了官方的操作，待將司法保護事業全權納入國家支配

的範疇，有意使這項社會事業脫離佛寺的場域，由地方法務或刑務等專業人士兼

任管理。 

    回溯日本法學界對司法保護議題的討論，確實反映將其法制化，並統歸由國

家管理的呼聲。昭和中期，日本法律學者小野清一郎將日本刑法理解為國家道義

的根本，法理本質是從神而來的天理公道，並在天皇的治理下，建立而成的法秩

序，因此，趨向否定或降低西方罪刑法定原則的重要性，而建構出屬於日本的罪

刑法定原則。部分刑法學者強化社會責任論的世界，積極推動社會連結的集體主

義。1933 年左右，這樣的思潮在日本內地，促進將更生保護法制化，不同於民間

協助的模式，而由官方全權主導，但這項法案在貴族院並無通過。85對應來看，

此一法案思潮亦影響了殖民地臺灣的司法保護事業，並合理解釋 1934 年以後，

佛寺管理在臺灣司法保護事業中退場的現象。儘管最終佛寺退出保護場的管理，

但僧侶教誨師仍是司法保護工作中相當重要的角色。從各郡內的例行會議之參與

記錄可知，刑務所的教誨師不僅親自巡迴出席，在司法保護相關節慶或活動仍受

邀開示，宣講佛法。 

 
82 〈各會便り〉，《臺灣三成協會會報》第 32 期（1937 年 9 月），頁 7。 
83 〈各會便り〉，《臺灣三成協會會報》第 56 期（1939 年 9 月），頁 8。 
84 〈保護會の新設〉，《臺法月報》第 28 卷第 5 期（1934 年 5 月），頁 94。 
85 林政佑《日治時期臺灣監獄制度與實踐》，頁 120-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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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三成協會高雄支部的成立 

    經由臺灣總督安東貞美的許可，以司法保護事業為宗旨的協會於 1915 年成

立。當時的法務部長石井為吉，聯合臺北、臺中、臺南三處保護場，正式形成名

為「財團法人臺灣三成協會」，事務所設置在臺灣總督府內。投入三成協會的，

大多是從事保護工作的刑務所職員。這些幹部憑著其豐富的知識和經驗，為了提

供後進學習，多將從事保護事業的經驗和心得分享，撰寫成條理分明之文章，作

為宣導及教化之用。86協會亦出版刊物《まこと》及《臺灣三成協會會報》，刊載

司法保護之經驗和討論。而從三成協會會長山本真平的文章來看該組織發展，已

見至少 1933 年 9 月時，三成協會維持三地保護會擔任直轄支部的狀態，而另有

臺北、新竹、臺中、嘉義和臺南等五支部分別管理各地加盟會。87 

     三成協會高雄支部正式成立於 1934（昭和 9）年 4 月 1 日，協會位址在高

雄林德官刑務支所。88又因高雄法院支部成立，保護人數激增，而將原先寺院中

的「洗心舍」改組為三成協會高雄支部，由三成協會主持經營。
89另設立了「自

省舍」，建置擴充新設施，並配置舍監，代表人支部所所長本田乙松 90。而 1933
年 7 月成立的高雄州聯合保護會之事務所，同樣位於三成協會高雄支部之中。根

據該會會則，其成立目的，即是統籌管理高雄州各保護會的事項，執行聯絡、獎

勵、調查及宣傳等事務。91會長由高雄州知事擔任，另有副會長、顧問、評議員、

幹事等職務，多由地方長官兼任。定期舉辦聯合保護座談會 

 

圖 11：1942（昭和 17）年高雄市司法保護座談會 

 
86 王淑蕙，《日治時期臺灣司法保護事業之發展－以臺灣三成協會為中心》，頁 119。 
87 山本真平〈臺灣に於ける釋放者保護事業の回顧〉，《社會事業の友》第 58 期（1933 年 9
月），頁 35-37。 
88 〈保護會の新設〉，《臺法月報》第 28 卷第 5 期（1934 年 5 月），頁 94。 
89 王淑蕙，《日治時期臺灣司法保護事業之發展－以臺灣三成協會為中心》，頁 59。該論文根據

三成協會 1935 年出版的《釋放者保護事業案內》之說法 
90 熊本縣人。曾任臺灣總督府作業技師、臺中刑務所看守、臺灣總督府看守長、高雄州刑務支

局長、嘉義刑務支所長。 
91《高雄州社會事業法規集》（高雄：高雄州社會事業助成會，1939 年 12 月），頁 393-3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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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井部長曾在臺北刑事講習會的演講中，詳細介紹三成協會的成立，首先指

出協會規模雖小，但已獲致相當之成果。其次，說明免囚保護事業旨在保護出獄

者，避免其再度犯罪，從而減少犯罪率，維持社會秩序，降低國家財政負擔，可

說屬於刑事政策之一環，因此，該事業宜由國家經營，為使其有效推動，宜去除

易導致犯罪的因素，並以教育和感化受刑者為原則，使之適應當前的社會情況。

最後，期許警察能在其職務上充分同情和協助該事業。92由此可看出官方法務的

立場，表明司法保護事業因為其特殊與專業性，最好由國家統籌管理的理念。若

進一步從〈臺灣三成協會寄附行為及會則〉，可見保護工作日趨細緻，具體內容

大致歸納為以下十種： 

一、介紹保護（身上介紹、職業介紹） 

二、視察保護（視察監督本人、訪問家族） 

三、歸住保護（給予住宿所、保管送交金品、給予旅費旅裝食糧） 

四、鄉黨保護（對鄰里交涉、對歸住地之官衙交涉） 

五、收容保護（場內或場外授業、收容不就業者） 

六、給與保護（供給住宅、贈予金錢物品） 

七、貸與保護（貸予金錢或器具） 

八、家庭保護（整理戶籍、斡旋親族同居、媒介婚姻、調停與親族不和、助成開

業） 

九、示說保護（書信應答、面談指示） 

十、親族保護（給予金品）93 

    1920 年，訂立每年 9 月 13 日為「司法保護紀念日」。每當接近司法保護紀

念日之時，各地保護會莫不盡力宣導，採取新穎的宣傳方式如：飛行機空投傳單、

偏鄉電影宣傳，鼓吹保護思想。94 1921（大正 10）年 10 月，臺灣三成協會部分

加入保護所之運作。1926 年為宣傳司法保護意識，採取標語競賽的徵募方式，進

行大力推廣，並印製許多宣傳小冊和宣傳畫等，1937 年起配合政令，積極宣傳司

法保護意識的活動熱烈展開。 

    日治時期的高屏地區也透過高雄州聯合保護會的統籌，慶祝 9 月 13 日「司

法保護紀念日」的模式愈漸多元。其中各處播放映畫、社會劇的方式最受鄉民們

歡迎，例如：1937 年 9 月在高雄州聯合保護會安排下，即放映「村の灯」、「日本

 
92 石井為吉〈免囚保護事業に就て〉，《臺灣警察協會雜誌》第 3 期（1917 年 8 月），頁 25-33。 
93 《臺灣釋放者保護事業概要》（臺北：臺灣三成協會，1930），頁 34-35。 
94 同上註，頁 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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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日本人」、「雪の北越」等三部，宣傳成效相當成功。95接下來的宣傳活動是一

年比一年精采盛大，每年印刷派發精心設計的宣傳海報，以達成寓教於樂的目的。

（參見下圖 12）由此可見，官方主導的色彩逐漸擴大，宣傳意識力度也跟著提

升。 

     

 

圖 12：司法保護紀念日宣傳海報 96 

     

 

 

 

 

 

 

 
95  
96 〈彙報〉，《臺灣司法保護》第 93 期（1942 年 10 月），頁 9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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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論 

    本研究藉由日治官方檔案、組織紀錄、雜誌月報等史料，針對高雄州的司法

保護事業之發展，進行初步系統地梳理，大致總結如下：  

    以現今高雄與屏東的地理範疇來說，日治時期先有 1908年布教僧中村顯明，

在壽山寶船寺設置洗心舍，這也是淨土真宗本願寺派駐臺以來，第一個從事司法

保護的基地。1925 年 10 月旗山郡太平寺，以及 11 月屏東市大照寺分別成立的

保護場，1931 年成立恆春郡向陽會。1931-193 年之間，鳳山郡清光會、岡山郡

仁壽會、潮州郡誠和會、東港郡黎明會、屏東郡以德會分別加盟成立。1931 年

末，以上五郡的保護場，直接都設立在郡役所之中，並由郡守擔任會長。最終於

1933 年高雄州聯合保護會作各地統籌，1934 年三成協會的高雄支部成為高雄市

司法保護會之總部，完成清晰的組織分工。依據現階段所見的資料，大致可釐清

高雄州釋放者保護機構的外緣形成，各郡分會成立的地點與時間。 

    其次，因日本內地 1933 年促進將更生保護法制化，由官方全權主導司法保

護事業的思潮興起，殖民地臺灣的司法保護事業組織也起了顯著變化。根據本研

究以高屏地區為例的觀察結果，首先可見，起初積極佈教，參與監獄教誨、司法

保護事業的本願寺派寺院，在 1934 年陸續不再執行保護場的事務，而全權交還

市役所或郡役所管理的現象。接著 1937 年，隸屬於總督府法務部的臺灣司法保

護事業聯盟成立，臺灣三成協會和各州廳聯合保護會都聽命於此聯盟，受其指揮。

以後續這兩項發展來說明，這個原先略帶民間參與意識的社會事業組織，已逐漸

衍伸為官方控制監視的另一機構。 

    日本其他佛教宗派對社會保護事業的參與同樣值得關注，例如：臨濟宗妙心

寺派僧人東海宜誠，也是高雄社會事業的另一位推手。他在南部望族莊阿隨、陳

螟蛉、林迦、胡知頭等人的幫助下，創立高雄佛教慈愛院，另也投入免囚保護的

工作，協助嘉義厚生舍的營運。1939（昭和 14）他則接受台南刑務所委任保護免

囚。971932 年 11 月，東海師參與了由臺灣社會事業協會主辦的社會事業視察團，

走訪日本三府七縣的公私設施，他深切感到「當今要正視的問題，是對社會關係

運動的釋放者及其家屬的保護、救護和善導」。98因此，其他宗派或宗教人士對司

法保護事業投入的案例，也適宜進行觀察或比對。 

    綜合以上，本研究認為持續追蹤高雄州司法保護事業的在地歷程，有助還原

更為立體且清晰的歷史畫面，因此延伸之研究建議有三： 

一、梳理個別僧人教誨師或地方佛教團體與地方社會事業的關聯。 

 
97 王見川〈日據時期台灣佛教二論〉，楊惠南、釋宏印編《台灣佛教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

北：佛教青年文教基金會，1996 年），頁 202。 
98 東海宜誠〈萬感の裡より〉，《社會事業の友》第 50 期（1933 年 1 月），頁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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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比較各州司法保護機構的經營差異與特長。 

三、以釋放者視角檢視社會接受程度及教化實際需求。 

    最後，釋放者保護場域內在的管理實況，可能顯現出制度面與執行面，理

想和現實之間的落差，各個保護機構如何因地制宜處理釋放者的問題，仍值得

後續研究者留意考察。 

附錄一 

名稱 創立年月 創立者 代表人 地點 

洗心舍 明治 41 年 3 月 

(1908 年 3 月) 

住持中村顯明  繼任住持 

岡本泰道 

壽山寶船寺 

屏東市愛護會 大正 14 年 10 月 

(1925 年 10 月) 

住持依光俊照 市尹 屏東市役所 

前身在大照寺 

旗山清心會 昭和 2 年 9 月 

(1927 年 9 月) 

住持杜多碩照 郡守 

 

旗山郡役所 

前身在旗山街太平寺 

恆春郡向陽會 昭和 6 年 10 月 

(1931 年 10 月) 

 郡守 恆春郡役所 

 

鳳山郡清光會 昭和 6 年 10 月 

(1931 年 10 月) 

平間重兵衛 郡守 

 

鳳山郡役所 

岡山郡仁壽會 昭和 8 年 6 月 

(1933 年 6 月) 

豐澤勇治 郡守 

 

岡山郡役所 

潮州郡誠和會 昭和 8 年 9 月 

(1933 年 9 月) 

 郡守 潮州郡役所 

東港郡黎明會 昭和 8 年 9 月 

(1933 年 9 月) 

郡谷郡守 郡守 東港郡役所 

臺灣三成協會 

高雄支部 

昭和 9 年 4 月 

(1934 年 4 月) 

 高雄刑務支所

長 

高雄市林德官 

屏東郡以德會 昭和 9 年 4 月 

(1934 年 4 月) 

 郡守 屏東郡役所 

高雄州聯合保

護會 

昭和 9 年 7 月 

(1934 年 7 月) 

 

 

州知事 

 

高雄刑務支所 

高雄市協愛會 昭和 11 年 10 月 

(1936 年 10 月) 

 市尹 高雄市役所 

 

附錄一：本表格依據《植民地社會事業關係資料集（臺灣編 7）》所收錄《臺灣社會事業要

覽》，頁 218-220。（資料截至 1939 年 1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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